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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定量研究生物炭对土壤导水率的影响机制，采用控制生物炭的裂解温度为２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６００℃，生物炭
的施用水平为２％、５％（质量比）的方法，利用ＨＹＰＲＯＰ实时测定土炭混合物在蒸发过程中张力的变化，并开展了一系
列的相关试验，研究分析生物炭对土壤非饱和导水率的影响机制，以及生物炭裂解温度和生物炭施用水平与土壤非饱

和导水率之间的定量关系。结果表明：（１）在低生物炭（２％）施用水平下，生物炭的裂解温度越高对土壤的持水能力
改良效果越好；（２）在高生物炭（５％）施用水平下，裂解温度为４００℃时制备出的生物炭，对土壤持水能力的改良效果
最好；（３）生物炭对土壤导水率的影响同时受到生物炭施用水平和生物炭裂解温度２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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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表明，生物炭的添加能够改变土壤物理、
化学性能［ｐＨ值、阳离子交换量（ＣＥＣ）、土壤持水
率、土壤导水率等］［１－２］，施用生物炭作为一种土壤

改良手段，得到了大量的关注。但生物炭对土壤导

水率的改良方式及机制尚缺乏一致结论。相关研

究认为，生物炭不仅可以提高土壤中植物可利用水

的比例，也可以提高土壤的持水能力［３－４］；有数据表

明，生物炭与土壤含水量的提高有较为显著的关

系［５］；但Ｊｅｆｆｅｒｙ等的试验结果显示，生物炭对土壤
保水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６］Ｚｈａｎｇ等研究表明，生
物炭对于土壤导水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生物炭的

裂解温度和制备生物炭的原材料也是影响土壤导

水率的原因之一［７］。

　　不同土壤的粒径、沙粒占比、土粒间黏壤比、有
机质（ＳＯＭ）含量均有差异，这些因素对土壤导水率
都可能产生影响，主要反应发生在生物炭与土壤团

聚体以及土壤有机质之间［８］。尽管有研究认为，可

以通过生物炭粒径尺寸预测其对土壤导水率的影

响［９］，但是在实际农业生产过程中，上述结论可能

存在一定偏差，主要是由于生物炭的物理结构是松

散和脆弱的，在种植过程中会发生形状和尺寸的变

化，因此仅通过生物炭初始的物理尺寸来预测其对

土壤导水率的影响可能是不合理的。但是，生物炭

对土壤团聚体和有机质产生的改良效果不会因生

物炭形状和尺寸的改变而衰减，因此选择将土壤团

聚体作为研究的重点，在诸多影响土壤导水率的变

量中，土壤团聚体和生物炭的相互作用在任何质地

的土壤中均能够提高土壤的持水能力，而生物炭对

土壤团聚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尺寸团聚体

（２５０～２０００μｍ）上［１０－１１］；有研究发现，随着试验

土壤样本干湿（ＷＤ）循环次数的增加，土壤持水能
力的变化范围不断减小，最终趋于稳定［１２－１３］，因此

本研究通过对试验土壤进行粉碎并过筛（１００目）的
预处理，获得结构更加稳定和尺寸更加统一的土壤

团聚体。

相关研究表明，采用不同原材料和不同裂解温

度制备出的生物炭对土壤的物理特性和导水率有

不同影响［１２］。考虑到小麦秸秆回用需求，选择秸秆

这类易于获得且数量巨大的农业废弃物作为制备

生物炭的原材料，而不选择灌木碎片或动物粪便等

具有现实意义［１４－１５］。另外，有研究表明，水稻秸秆

半纤维素碳化物的比表面积和孔状结构会在４００℃
的裂解温度下发生显著变化［１６－１７］。生物炭的比表

面积和孔隙结构是形成土壤团聚体或提高土壤保

水能力的关键因素。综上所述，本研究选择将小麦

秸秆作为制备生物炭的原材料，通过设置４种热解
温度，并对生物炭和土壤均进行研磨和过筛（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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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处理，较为系统地探讨生物炭的裂解温度对于

土壤非饱和导水率的影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本研究采用小麦秸秆作为原材料，在限氧条件

下，利用马弗炉在 ２００～６００℃下自行制备生物
炭［２４］，冷却至常温后进行研磨，并过 １００目
（０．１５ｍｍ）筛后密封保存待用，其中小麦秸秆采集
自安徽蚌埠；本研究中供试土壤取自邯郸市郊区农

田（１１４°４８′Ｎ，３６°６２′Ｅ），土壤质地为沙质壤土，土壤
类型为黄土，取土深度为０～２５ｃｍ，土样在去除杂
物后自然风干，分别过２ｍｍ筛和１００目（０．１５ｍｍ）
筛制备成原状土（ＵＣＫ）和粉碎土（ＣＣＫ），备用。
１．２　试验方法

本研究中试验组共设８个生物炭处理，分别为
２％（质量比，下同）２００℃小麦秸秆炭（ＷＳ２００－
２％），２％ ４００℃小麦秸秆炭（ＷＳ４００－２％），２％
５００℃小麦秸秆炭（ＷＳ５００－２％），２％ ６００℃小麦
秸秆炭（ＷＳ６００－２％）；５％ ２００℃ 小麦秸秆炭

（ＷＳ２００－５％），５％ ４００℃小麦秸秆炭（ＷＳ４００－
５％），５％ ５００℃小麦秸秆炭（ＷＳ５００－５％），５％
６００℃小麦秸秆炭（ＷＳ６００－５％），试验组中所用土
壤均为风干粉碎后过１００目（０．１５ｍｍ）筛的粉碎
土；将各试验组中的生物炭与土壤混合均匀后，密

实地装入环刀中，置于并去离子水中，使土碳混合

物吸水直至饱和（２４ｈ），取出后自然蒸发２４ｈ，再进
行二次吸水直至饱和（２４ｈ）［１３］，最后将环刀安装在
ＨＹＰＲＯＰ传感器上，让土碳混合物自然蒸发，传感
器会自动采集蒸发过程中土样不同深度处的张力

值，采集完毕后，对数据进行初步处理和图像拟合；

另外，还设有２个空白对照组，即原状土空白对照组
和粉碎土空白对照组，每个试验组和空白对照组均

设４次重复。
１．３　土壤及生物炭基本理化性质的测定

使用元素分析仪 （ＶａｒｉｏＥＬⅢ，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
Ｇｅｒｍａｎｙ生产）对小麦秸秆中的元素进行分析，通过
电 导 率 仪 （ＭＥＴＴＬＥＲ ＴＯＬＥＤＯ，Ｓ２１０ － Ｋ，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对生物炭的水溶液 ｐＨ值（碳水质量比
为 １∶１００）［１８］进行测定（表１）。

表１　不同裂解温度下的生物炭性质

生物炭
Ｎ含量
（％）

Ｃ含量
（％）

Ｓ含量
（％）

Ｈ含量
（％） Ｃ／Ｎ 灰分占比

（％） ｐＨ值 产率

（％）

ＷＳ２００ ０．５１８ ４５．９９２ ０．５１３ ８．３０３ ８８．８２２ ８．６２０ ６．６３７ ７４．５１０
ＷＳ４００ ０．６１８ ５４．５１７ ０．６２１ ３．８３３ ８８．２２６ １９．１００ ８．９０７ ３５．３６０
ＷＳ５００ ０．６４３ ５５．７３０ ０．６６７ ２．５２１ ８６．７１０ １０．４５０ ９．４１８０ ３２．３６７
ＷＳ６００ ０．４９６ ５７．０７０ ０．６６５ １．２９０ １１５．００６ ２３．６６０ ９．４４１ ３１．１５５

　　利用恒温粒径分析仪对土壤样品的粒径进行
测定（ＤＩＫ－２０１２，Ｄａｉｋｉ，Ｊａｐａｎ），结果见表２。

表２　原状土（ＵＣＫ）和粉碎土（ＣＣＫ）的粒径比较

土壤类型
土壤粒径（ｍｍ）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１０６

原状土１ ０．４９ ０．８０ ３．３５ ７．００ ７．１３

原状土２ ０．３１ ２．６０ ２．７６ ９．５６ ６．１７

原状土３ ０．００ ０．６９ ２．８０ ８．９２ ７．２７

原状土４ ０．１２ ０．７３ ２．８４ ９．４２ ７．１０

粉碎土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７２

粉碎土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９６

粉碎土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

粉碎土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９７

　　小麦秸秆在不同裂解温度（２００～６００℃）下得
到的生物炭具有不同的元素组成。结果（表 １）表
明，生物炭的产率会随着裂解温度的升高而线性减

少，从 ２００℃时的 ７４．５１０％降低到 ６００℃时的
３１．１５５％；产物中的灰分比例会因为有机质分解程
度随温度升高的不断增加而增加，从 ２００℃时的
８．６２％ 上升至６００℃时的２３．６６％；此外，氢元素的
含量也会随着裂解温度的升高而减小，２００℃时得
到的生物炭中 Ｈ含量为８．３０３％，６００℃时得到的
生物炭中的 Ｈ含量为 １．２９０％，类似的 Ｃ／Ｎ也从
２００℃时的８８．８２２增加至６００℃时的１１５．００６。上
述指标数值均与采用其他不同原材料制备得到的

生物炭指标数值相类似［２０－２１］。因此，小麦秸秆生物

炭的裂解过程，是一个芳香性不断增强、亲水性不

断降低和极性不断增强的过程，与水稻秸秆的碳化

过程类似［１７］。此外，不同裂解温度下小麦秸秆中的

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分解程度也会有所不同，这将会

影响生物炭和土壤颗粒的结合情况，同时也会在土

碳混合物的非饱和导水率上有所反映，可以在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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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显微镜（ＳＥＭ）图像中找到相关证据，即随着生
物炭裂解温度的不断增加，生物炭的结构也在不断

变化，这些变化与土碳混合物持水能力的变化有着

直接联系。

１．４　土碳混合物结构特征的测定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不同裂解温度下生物炭的

结构对土壤导水能力的影响，本研究利用扫描电子

显微镜（Ｈｉｔａｃｈｉ，ＳＵ８２２０，Ｊａｐａｎ）观察了土碳混合物
的结构特征。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裂解温度下生物炭与土壤结合情况
在不同裂解温度下制备的生物炭具有不同的

理化特性，随着裂解温度的提高其亲水性不断降

低，生物炭中纤维素的分解程度不断提高，网格状

的空间结构特征越来越明显，与土壤颗粒的结合程

度不断提高，能够与土壤颗粒形成新的团聚体，详

见图１。

２．２　生物炭对土壤非饱和导水率的影响
生物炭的裂解温度和施用水平都会对土壤的

水力特性产生影响，例如改变土壤的非饱和导水率

和持水能力等，进而影响作物的产量，但过高的生

物炭添加比例会对农作物的生长造成负反馈效

应［１４］。ＨＹＰＲＯＲ系统可以利用探头实时监测不同
深度土层中的水分张力，利用Ｋｂｉ－ＰＤＩ数学模型拟
合出导水率－ｐＦ、导水率 －水分残留量和水分残留
量－ｐＦ曲线。

ｐＦ４．２是作物的萎蔫系数，土壤的田间持水量所
对应的ｐＦ值一般为２．１５～２．８１，因此非饱和导水率
的数值主要在ｐＦ２～ｐＦ４之间，结合本研究中所使用
的土壤种类，选择ｐＦ１～ｐＦ３作为主要的数值研究区
间，而导水率－ｐＦ曲线能够很好地反映出随着水分
的不断蒸发，土壤非饱和导水率的数值变化情况。

按照生物炭施用水平的不同，对各个试验组的

数据进行初步整理，并绘制 ｐＦ１～ｐＦ３范围内土碳
混合物的导水率－ｐＦ曲线。
　　生物炭已被证实可以改良土壤的水力特性，如
影响土壤的饱和导水率、提高灌溉水中植物可利用

水（ｐｌａｎ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的比例以及提高土壤的
持水能力等［３，４，２２］。土壤的非饱和导水率对灌溉有

着重要的意义，目前在相关研究中对土壤非饱和导

水率的关注不多，这一概念往往被简单地概括为蓄

水能力的一部分，几乎没有相关的定量研究［１０，２２］，本

研究选择使用小麦秸秆来制备生物炭，并设定了４个

裂解温度梯度（２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６００℃），与其他的试验
相比，本研究使用了单一的原材料来制备生物炭，更

符合实际情况，裂解温度的设定在参考其他试验设定

方法的同时，进行了后续的补充，从图２可以看出，当
生物炭的裂解温度达到６００℃时，试验组的持水能力
已经低于对照组，即负反馈效果已经出现。

　　从图２至图４可以看出，在 ｐＦ１．５和 ｐＦ３之间
曲线的变化比较剧烈，并产生了多个交叉点，因此

绘制了在特定 ｐＦ值下，即特定的土壤水分蒸发节
点下，生物炭裂解温度与土碳混合物非饱和导水率

的关系图（图５）。
　　综上所述，在较低施用水平（２％）下，生物炭对
土壤持水能力的改良效果与生物炭的裂解温度呈

明显正相关关系，这一规律在较高施用水平时会有

所不同，突变点发生在裂解温度为４００～５００℃之
间。通过比较相关试验可知［１７］，在Ｎ２环境中，水稻
秸秆的纤维素半纤维素的分解速率会在３５０℃条件
下达到最大值［１７］，而在本研究制备生物炭的条件

下，由于原材料和环境的不同（本研究中使用的原

材料是小麦秸秆，裂解调节为限氧裂解），导致这一

分解速度达到极值的温度范围上升至４００～５００℃
之间，结果见图５。

３　结论与讨论

ｐＦ４．２是作物的萎蔫系数，土壤的田间持水量
所对应的ｐＦ值一般为２．１５～２．８１，因此非饱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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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率的数值主要在 ｐＦ２～ｐＦ４之间，结合本研究所
使用的土壤的种类，选择 ｐＦ１．５～ｐＦ３作为主要的
数值研究区间。也正是在 ｐＦ１．５处，原状土和粉碎
土的非饱和导水率的差异开始出现，在此之前，二

者的导水率曲线几乎完全重合，在该点以后，原状

土的持水能力开始优于粉碎土。因为粉碎土是经

由原状土粉碎过筛得到的，土壤原有的颗粒级配和

团聚体都遭到了破坏，可以近似视为沙壤土，所以，

从 ｐＦ１．５这一点开始，试验组相对于对照组非饱和
导水率的差异，均可视为生物炭和土壤颗粒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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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聚体以及生物炭本身的持水能力差异所导致

的。在２％施用水平下，随着生物炭裂解温度的不
断提高，土碳混合物的持水能力也在不断增强，而

当生物炭裂解温度达到６００℃时，在ｐＦ１．５处，土碳
混合物的持水能力优于原状土和粉碎土。在 ｐＦ０～
ｐＦ１．５之间，土碳混合物的饱和、非饱和导水率大于
对照组，即持水能力较对照组差，本研究结论与相

关试验结论一致。但是，随着土壤水分的不断蒸

发，ｐＦ值不断增加，土碳混合物的持水能力不断增
强，即非饱和导水率不断下降，在ｐＦ２．５处不同试验
组的持水能力均大于等于粉碎土对照组。

当生物炭的施用水平达到５％时，４个试验组的
土炭混合物持水能力开始接近并超越对照组，同

时，在这一施用水平下生物炭裂解温度的提高与土

炭混合物持水能力提高的正相关效应在裂解温度

达到４００℃时停止，并在４００℃以上出现负相关效
应。裂解温度为４００℃的试验组土壤炭混合物持水
能力在整个蒸发过程中均优于空白对照组，但绝对差

值并没有随着水分的蒸发而增大。生物炭的裂解温

度达到５００℃时，试验组的持水能力会随着水分的不
断蒸发而明显下降，与对照组相交于ｐＦ１．５处。当生
物炭裂解温度达到６００℃时，施用量为２％的试验组
土壤炭混合物非饱和导水率始终大于空白对照组，即

持水能力劣于空白对照组，仅在ｐＦ２．５处达到空白对
照组水平，在ｐＦ３．０处达到原状土水平。

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大量分解导致生物炭的

微观结构发生了变化，比表面积增加、官能团类型

改变、芳香性增强以及亲水性和极性降低等，从而

影响了生物炭颗粒与土壤团聚体的结合程度，进而

导致了不同试验组中非饱和导水率的变化。在较

低施用水平（２％）下没有发生上述突变的原因是，
此时影响土碳混合物持水能力的主要因素仍为土

壤团聚体，生物炭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增强土壤团聚

体的形成上，即生物炭本身与持水相关的特性因为

生物炭施用量不足而被掩盖了。

施加生物炭可以提高土壤的持水能力，但提高

的水平是由生物炭的裂解温度和生物炭的施用水

平共同决定的。由于２个影响因素和土壤的持水能
力之间并不是完全的正相关关系，通过双因素统计

分析表明，选择较低的施用水平时（２％），应尽可能
的选用较高裂解温度下制备的生物炭；而在选择较

高施用水平时（５％），应选用裂解温度在 ４００～
５００℃ 之间的生物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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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荣昌区土地利用变化与驱动力研究

付　伟１，周宝同１，２，田　雨１

（１．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重庆４００７１５；２．重庆市盛地土地经济研究院，重庆 ４０００００）

　　摘要：为了解重庆市荣昌撤县设区后的土地利用现状和存在问题，协调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基于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年及２０１５年的６期遥感影像，借助遥感（ＲＳ）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技
术，分析荣昌区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并采用灰色关联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定量分析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
素。结果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荣昌区土地利用特征变化主要表现为耕地、草地、未利用地大致呈现减少趋势，林地、
建设用地、水域大致呈现增长趋势，未利用地大部分转变为建设用地；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土地利用变化量为负值，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年土地利用变化量为正值，土地利用整体由调整期步入发展期；土地利用破碎程度降低，优势土地类型减少，土
地利用景观类型逐渐分布均匀；高关联度指标中城镇化率、公路里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与第一主成分关联性高，常

住人口与第二主成分关联性高，荣昌区土地利用驱动力在研究时段以社会经济、交通运输和生态环境等因素为主。

　　关键词：土地利用；土地利用驱动力；荣昌区；重庆；景观指数；灰色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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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ＬＵＣＣ）是自然环境、时空
关系和经济技术等结构和行为对土地利用方式与

目的改变的体现［１］，对全球和环境变化有着重要的

影响［２］，一直是地理学、生态学等相关科学领域研

究的热点［３－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正以空前的

幅度和规模影响着全球环境，造成全球人口、资源

与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７］。因此，只有科学合理地

分区利用土地，才能够保证土地资源的节约与集约

利用，从而做到各类土地的高效率利用［８］。

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及驱动机制是土地利

用变化研究的重要问题［９］。驱动力研究是土地利

用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这方面，以往主要是单

因子分析，目前则更多地综合考虑多因子及其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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